
2022年 4 月技 术 经 济第 41 卷 第 4 期

赵云辉等：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 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

赵云辉，杜若林，吴心月
（内蒙古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驱动绿色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文手工搜集和整理 A股上市民营企业党组织数据，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

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处于企业内部网络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企业开

展绿色创新实践。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企业内部对党组织信任程度越高，越

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和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这不仅加深了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绿色创新重要

作用的理解，也从党组织嵌入视角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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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创新能够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施建军等，2012；Rennings，2000），有

助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李婉红等，2013）。企业作为绿色创

新的重要主体，其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而且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竞争能

力，获取竞争优势（Albort‐Morant et al，2017；Arenhardt et al，2016；Chen和 Hung，2014；Dangelico，2016），提高

企业发展质量（Aguilera和Mandojana，2013；Amore和 Bennedsen，2016）。同时企业绿色创新还能进一步满足

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的要求（Shamah，2012；Tantayanubutr和 Panjakajornsak，2017），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

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李维安等，2019；王珍愚等，2021）。

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绿色创新受国家政策、环境规制（王珍愚等，2021；Li et al，2017；Chen et al，2018；
Schaefer，2007）的影响。因此，增强企业绿色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要治理诉求。

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税法》等法律，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约束。

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各级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关

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党主张和国家的政策法规进一步细化，推进法律和政策

的落地，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具体的指导和支持。除了实践界有关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约束外，国家政

策、环境规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Chen et al（2018）利用中国百强企业数据，研究制度压力对企业绿色创

新的作用，研究结果支持波特假设，即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Zhang
et al（2020）研究应对环境监管的绿色创新，从环境监管的两个维度，即指挥控制监管和市场监管，是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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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的。徐建中和林艳（2017）研究发现，规制压力与绿色创新战略、模仿压力与

绿色创新活动呈倒 U 型关系。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的强度在临界点之前，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政策的制定是由执政党决定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走向受到执政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理念影响

（Wang et al，2019b）。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企业党组织嵌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切

入点，原因有三：①虽然大量文献探讨了国家政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王珍愚等，2021；
Chen et al，2018），但这些国家政策、环境规制都是党的主张落在实处的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创新

和绿色发展理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经济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完善

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党的主张落到实处，以促进建立健全绿色

经济体系，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企业基层党组织政治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并可能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万攀

兵，2020；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郑登津等，2020）。因此，若将企业党组织与影响企业创新要素割裂开，不能

完全反映中国制度情境及现实特征。②近几年来，各基层党组织不断学习领会党中央各项指示精神，党和政

府日益重视企业党建工作，企业党组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共

产党现有基层组织 468.1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 147.7万个。可见，企业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

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规模日益壮大。但是企业受到所有制、经营方式及企业员工思想基础等因素的制约，企

业党组织是否真的发挥作用并改善了企业绿色创新，尚需更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的支持。③基层党组织发

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企业基层党组织嵌入到全国

党组织网络中，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递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的重要通道。党组织嵌

入到企业中，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也会帮助企业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

各项政策，增强企业的政策感知能力及时准确的获取政策信息，并对政策信息进行更加精准的解读（王舒扬

等，2019；徐细雄等，2020），从而能够帮助企业把握政策方向，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外部政策环境的变

化，这些行为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同时，党组织嵌入到企业内部，能够提升公司内部治理能力（万攀兵，

2020；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马连福等，2012）。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引导、团结

和组织党内外干部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完成本单位各项任务的责任。企业的基层党组织

能够凝聚公司各方面的力量（党齐民，2017；潘利红和张君弟，2008），影响企业各部门员工不断学习新知识，

增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信任，提高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效率，从而有利于员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帮

助企业内部跨部门合作，同心协力解决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由此可见，深刻理解中国制

度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党组织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以 2015—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聚焦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本文丰富了企业党

组织的研究。以往有关党组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视角。从党委会成员在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占

比研究党组织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影响（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本文

认为这是结构嵌入视角。党组织在企业内部的活跃程度，即企业内部的党组织活动同样会对企业决策产生

重要的影响（郑登津等，2020）。本文认为这是另一种视角，即关系嵌入视角。因此，本文将党组织嵌入分为

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加深对企业党组织嵌入理论的理解。②与以

往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的文献不同，本文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影响，深化了企业绿色创新动因的认知，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党组织

嵌入到企业中，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这为研究企业绿色创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必要性。企业应

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这对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分析

随着嵌入理论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大量有关嵌入性的研究，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将嵌入性进行了

分类，形成了多种分类框架。例如，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Zukin和 Dimaggio
（1990）的分类方式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Hagedorn（2006）将嵌入性分为：

双边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和环境嵌入性。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是研究嵌入理论的经典分类方式，大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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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分类方式进行研究（党兴华和张巍，2012；吕一博等，2017；解学梅和王宏伟，2020）。本文采用

Granovetter（1985）的经典分类框架，即将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其中结构嵌入强调组织在网络中

的位置，关系嵌入强调组织在网络中的关系，组织与网络中其他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强调关系的质量。本

文重点探讨党组织在企业网络中的位置、党组织与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理论模

型如图 1所示。企业中存在高管党员，即企业员工既是高管团队成员，也是党组织成员。因此，党组织嵌入

到了企业内部的决策网络之中，企业内部高管党员数量越多，所管理的事物越靠近企业的核心业务，党组织

结构嵌入的程度越深。由于基层党组织是党的重要堡垒，基层党组织成员相比于非党组织成员更加了解党

和国家有关绿色创新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有更强的政策感知能力（徐细雄等，2020；蒋铁柱和沈桂龙，

2006；王舒扬等，2019），能够更好的把握政策方向，利用政策优势（何轩和马骏，2018；何晓斌和柳建坤，

2020）。结构嵌入理论认为，组织所处的位置影响组织的信息传递能力（吴松强等，2021；杨慧军和杨建君，

2016；Paruchuri，2010），组织越靠近网络中心位置，越能在网络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及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

（吕一博等，2017；Granovetter，1985），具有更强的整合信息资源的能力（Iurkov和 Benito ，2018；Howard et al，
2016）。基于结构嵌入理论，党组织越靠近企业网络的中心位置，越有利于党组织传递和整合有利于创新的

信息（周长辉和曹英慧，2011；张妍和魏江，2015）。中国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建设的初

心和使命，这一初心和使命体现了利他精神。为此，党组织嵌入到企业内部能够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节能高

效等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将党和国家有关绿色创新的政策、法律法规传递给企业的各部门，帮助企业排除

获取政策和法规信息的冗余渠道，减少因信息冗余而带来的资源浪费，从而获取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政策信息

（杨金玉和陈世强，2020；Chandler和 Wieland，2010）。党组织越靠近企业网络的中心位置，其话语权越强，这

将强化企业道德伦理意识，促成节约资源型企业文化的形成，加快进行绿色创新（黄帅，2021）。十九大党章

中党组织建设内容的覆盖度不断扩大，各基层党组织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有了充分的认识，这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必然会秉承可持续发展思路。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为

突出且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许多首创和战略性部署，企业基层党组织必须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处在网络中心位置的党组织能够获取丰富的、多元化的绿色发展信息和知识，会促使企业内部不同部门

对绿色发展信息和知识进行整合和探索，同时强化企业内外部信息资源的整合能力，客观上为提升企业绿色

创新能力提供了环境基础（Dong et al，2017；Wong，2013），从而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Wong，2013；Arfi et al，
201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H1）。

关系嵌入理论认为，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关系嵌入的重要特征，主体嵌入到网络中的程度越深，

主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越深（Granovetter，1985；Lin et al，2009），随着关系嵌入程度的加深，关系网

络中的信任程度会不断加强，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Alinaghian et al，2019；解学梅和王宏伟，2020；许冠南

等，2011）。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定期召开党组织活动，积极深入学习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通过与高管层

（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企业非党员的沟通与交流，能够不断加强信任，使党组织嵌入到企业内部

的关系网络中。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召开的活动越多，参加的人数越多，党组织关系嵌入到企业内部网络中的

程度就越高，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会更加信任党组织。随着信任的不断加深，企业内部成员会更

加积极的学习党的发展理念和各项指示精神，更加认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能够增强企业内部全体成员的

政策感知能力。同时，企业内部成员会更加注重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并

举。树立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企业，会采取改善工艺流程、增加绿色研发投入、采取节能减排、提高生产

效率等措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基层党组织成员来源于企业内部各个部门，随着党组织活动召开次数

的逐渐增多，企业内部各部门的沟通交流逐渐增多，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就逐渐加强（常红锦等，

2017；彭正银等，2020）。这加深了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彼此认同，有利于企业各部门之间进行信息和知识的沟

通和交流，降低企业内部的沟通成本，提高沟通的质量（窦红宾和王正斌，2011）。随着企业基层党组织与内

部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加深，企业对有关绿色创新的政策信息和关键知识的获取能力和有效利用程度不断

提高（李丹和杨建君，2019），这加强了企业内部沟通和协作效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企业获

得有关绿色创新显性知识的同时，实现对隐形知识的挖掘和利用（Rost，2011；Wang et al，2019a），互补性隐形

信息和知识资源的频繁沟通，能够帮助企业挖掘企业内部已有的绿色创新信息和知识的价值，从而促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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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创新（Wang et al，2019a；Song et al，2020）。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基层党组织要团结和

组织党内外干部群众，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因此，企业基层党组织会

尽最大努力，引导企业内部各部门成员进行有效

的、富有建设性的沟通，不断解决企业在绿色创新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

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H2）。

三、变量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 2015—2019年。本文选择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①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定位和作用不同，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和

民营企业的党组织有明显的差异；②民营企业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

题。本文除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外，其余数据都是手工筛选和整理。剔除 ST（special treatment）公

司、有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了 840组数据。

（二）变量测量

1. 党组织结构嵌入

党组织结构嵌入测量参照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的研究，用高管党员数占高管

的比例衡量党组织的结构嵌入强度。从国泰安数据库查找高管人员的基本情况信息及简历，从中标注党员

信息，对国泰安数据库中数据不全和数据缺失的部分，通过百度搜索查询，将数据补齐。最后，统计出高管层

中的党员人数，并计算高管层党员人数占高管人数的比例。

2. 党组织关系嵌入

党组织关系嵌入测量参照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利用党组织活动次数衡量企业党组织关系嵌入水平。

具体收集数据的方法如下：首先，通过 Python设计爬取相关信息的程序，将公司列表导入到程序中，并设置

“党组织”“党委”“党组”“党支部”“党建”“党员”“团委”“团支部”“团员”为关键词，排除包含“指导工作”“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会议决议公告”“独立声明”“交易提示”“股东大会”等关键词，爬取包含公司名和上述关

键词的内容。本文剔除掉 2015—2019年绿色专利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确定公司列表，共 665家公司，选取

这 665家公司进行爬取，最后爬取出了 35571条信息条。其次，对爬出的内容，手工逐条进行筛选。筛选的标

准为：①有该企业的员工以党员的身份参加；②企业的党组织、党委或团委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共青团中

央改革方案》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所以将“团委”等

列为关键词）。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则被筛选出来，视为党组织活动。最终选出 450条党组织活动数据，共

包含 140家公司的党组织活动数据。最后，将筛选出来的内容，按不同年份和公司统计，得出每家上市公司

每一年的党组织活动次数。

3. 绿色创新

本文参考齐绍洲等（2017）对绿色创新的测量，采取上市公司已经授予的绿色专利数占当年申请的绿色

专利数的比例衡量企业绿色创新。从普遍意义上说，专利的创新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由于外观设计专利的科技含量比较低，本文将绿色外观设计专利排除在外。绿色专利的计

算方式是发明型绿色专利加上实用型绿色专利。本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局的绿色专利标准，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 Google Patent网站筛查，最终筛选出以上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情况，统计出绿色专利数据。

主要变量选取和界定见表 1，此处不在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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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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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符号

EnvrPatRatio
InvtEnvrPatRatio

PartyNum
GPartyrat
Ocf
Fshr
Size

lnmarketage
Lagloss

变量名称

企业绿色专利占比

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占比

党组织活动次数

高管党员数占高管的比例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年末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规模

上市年龄

上一年是否亏损

变量定义

授予的绿色专利数除以申请的企业绿色创新专利数

授予的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除以申请的企业绿色发明型专利数

连续变量，第 t年党组织活动次数

高管中的党员数除以高管的总人数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除以年末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上市年龄取自然对数

0，1变量，上一年的净利润小于 0为 0，否则为 1

（三）描述性统计
表 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明型绿色专利授予

与申请的比例均值 0.440，明显高于总的绿色专利授予

与申请的比例均值 0.410，这说明企业申请发明型绿色

专利获得的比例更高。发明型绿色专利授予与申请

的比例的标准差 0.384，明显高于总的绿色专利授予与

申请的比例的标准差 0.337，这说明企业间发明型绿色

专利授予与申请的比例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党组织

活动，均值为 0.525，标准差为 1.281，各个公司之间差

异比较明显。高管党员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均

值为 0.031，最小值为 0.000，最大值为 0.600，标准差为 0.080，各个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相对不

大。公司层面其他变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能够刻画公司的特质信息。

四、实证检验

（一）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为探究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EnvrPatRatioit = β0 + β1GPartyratit + β2PartyNumit + λControls + δIndustryit + φYeart + εit （1）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度；EnvrPatRatio表示企

业当年授予绿色专利数和企业当年申请绿色专利数

的比例，用来测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GPartyrat表
示党组织的结构嵌入水平，即高管中党员人数占高管

人员的总人数的比值；PartyNum表示党组织的关系嵌

入水平，即每一年的党组织活动次数；Controls表示一

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年末总资产

（Ocf），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hr），公司规模（Size），

上市年龄（lnmarketage），上一年是否亏损（Lagloss）；

Industry企业所在行业的固定效应；Year为年度固定

效应。

（1）考察党组织的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结果见表 3列（2）。党组织结构嵌入（GPartyrat）
的系数为 0.612，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党组织

结构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越强。

（2）考察党组织的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结果见表 3列（3）。党组织关系嵌入（PartyNum）
的系数为 0.024，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党组织关系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越强。

（3）分别控制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考察二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见表 3列（4）。党组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EnvrPatRatio
InvtEnvrPatRatio

PartyNum
GPartyrat
Ocf
Fshr
Size

lnmarketage
Lagloss

观测数

840
840
840
840
840
840
840
840
840

均值

0.410
0.440
0.525
0.031
0.050
0.311
22.750
2.119
0.887

标准差

0.337
0.384
1.281
0.080
0.070
0.134
1.200
0.611
0.317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287
0.083
19.990
0.000
0.000

最大值

1.250
1.750
24.000
0.600
0.371
0.769
26.850
3.258
1.000

表 3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GPartyrat

PartyNum

Ocf

Fshr

Size

lnmarketage
Lagloss

常数项

时间效应

样本量

R²

modle（1）

0.186
（0.675）
0.141

（0.490）
0.055

（1.117）
0.086

（0.854）
-0.032

（-0.683）
-1.055

（-0.953）
是

840
0.013

modle（2）
0.612***
（2.800）

0.204
（0.747）
0.122

（0.425）
0.059

（1.189）
0.095

（0.954）
-0.029

（-0.641）
-1.186

（-1.057）
是

840
0.022

modle（3）

0.024**
（2.548）
0.162

（0.602）
0.151

（0.529）
0.050

（1.017）
0.101

（0.995）
-0.031

（-0.671）
-0.986

（-0.885）
是

840
0.020

modle（4）
0.656***
（2.957）
0.026**

（2.561）
0.179

（0.673）
0.131

（0.463）
0.055

（1.082）
0.112

（1.117）
-0.028

（-0.624）
-1.120

（-0.985）
是

840
0.029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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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嵌入（GPartyrat）的系数为 0.656，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党组织关系嵌入（PartyNum）的系数 0.026，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受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共同作用，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二）稳健性检验
1. 用发明型绿色专利数据替代总的绿色专利数据

由于发明型专利，研发难度大，申请的难度大、审核周期长，所具有的科技含量更高，所以发明型绿色专

利的创新性更强，更能突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所以，本文采用当年绿色发明型专利授予数与当年绿色发

明型专利的申请数比值（InvtEnvrPatRatio），用来代替当年总的绿色专利授予数与当年总的绿色专利申请数

比值（EnvrPatRatio），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与基准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结果稳健。

表 4 稳健性结果分析

变量

GPartyrat

PartyNum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样本量

modle（1）

-1.505（-1.202）
是

是

是

840

modle（2）
0.785***（3.350）

-1.673（-1.323）
是

是

是

840

modle（3）

0.027**（2.381）
-1.427（-1.133）

是

是

是

840

modle（4）
0.835***（3.557）
0.029**（2.417）
-1.598（-1.248）

是

是

是

840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解决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虽然通过控制公司基本特征信息、行业和时间降低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

仍可能存在部分变量，对党组织嵌入和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例如各地区的党建水平。本文进一步对地区

的党建水平加以控制来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从地区层面看，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地区性党组织网络中的节点，企业的行为自然会受到地区党组织网络

的影响。因此，地区的党建水平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媒体报道中所含党组织建

设相关关键词出现的文章数量分别除以该报当年所发文章的总数，作为衡量全国和各省党建的测量指标。

媒体报道是公众感受党组织建设的传播渠道，为党组织建设的定量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由于媒体报道作

为一种稀缺资源（Egeth 和 Kahneman，1975），不仅可以发挥其中介功能，提升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孔东

民等，2013），而且还可以发挥其监督功能。Glaeser和 Goldin（2006）通过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上报道

有关腐败案件的文章数占全部文章数的比重测量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府腐败程度。基于 Glaeser和
Goldin（2006）的测量方法，汪锋等（2018）选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省级中共机关报（如重庆日报、

内蒙古日报、南方日报），检索“腐败”关键词的文章数，分别除以该报当年文章总数和出现中性词“政府”的文

章数，作为衡量全国和各省反腐力度的指标。本文沿用这一思路，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中明确把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以此为依据，以“党史”

“意识形态”“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党员队伍”“领导作为”“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从严治党”

“腐败”“反腐”“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四风”“两学一做”“不忘初心”“党章党规”等为关键词，检索各级党报

每年出现相关关键词的文章数，分别除以该报当年文章总数，作为衡量全国和各省党建的测量指标。其中，

党建深度（Depth）的具体测量方式为将上述的计

算结果，按年份进行加总，得出每一年的党建深

度数据，党建广度（Span）的具体测量方式为，统

计各级党报每一年的文章中出现的关键词个数。

本文在控制地区党建水平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

上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从表 5回归结果可知，

核心变量党组织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回归系

数依然显著，且显著水平与基准回归的显著水平

一致。因此，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并且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控制地区党建水平的回归结果

变量

GPartyrat

PartyNum

Span

Depth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样本量

modle（1）
0.601***（2.723）

-0.000（-0.025）
0.244（0.440）
-1.169（-1.037）

是

是

是

168

modle（2）

0.024**（2.518）
0.001（0.048）
0.367（0.644）
-0.965（-0.862）

是

是

是

168

modle（3）
0.644***（2.882）
0.026**（2.539）
0.000（0.035）
0.261（0.465）
-1.103（-0.966）

是

是

是

168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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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本文旨在探讨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是绿色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可能本身就注重党组织

的作用，即存在样本的选择偏误。本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在检验党

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时，按照高管团队中是否有党员将企业样本分为两组，构造匹配样本。

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将高管团队有党员的企业定义为处理组，从高管团队里无党员的企业中寻找控制组进

行匹配；第二步，利用 Logit模型估计企业“高管团队有党员”的概率，并把回归预测值作为企业“高管团队中

有党员”的倾向得分，表 6为倾向得分的 Logit回归结

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高管团队是否有党员”，解

释变量为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占总资产的比例、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企业规模、上市年龄、上一年是否亏

损；第三步，采用核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匹配

后的样本仍然是 168组数据（840个）。同样在检验党

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时，按照是否进

行党组织活动将企业样本分为两组，构造匹配样本。

具体的操作步骤与检验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影响步骤类似。

PSM检验结果见表 7。从表 7结构嵌入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和表 8关系嵌入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中可以看出，匹配后大多数控制变量的标准性偏差得到了改善，所有匹配对象的标准性偏差的绝对值小于

10%，并且不存在组间差异。从表 9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和表 10党组织关系嵌

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可知，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因此，

PSM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

表 7 结构嵌入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Size

lnmarketage

Ocf

Fshr

Lagloss

匹配前/匹配后

U
M
U
M
U
M
U
M
U
M

处理组均值

22.752
22.752
2.337
2.337
0.061
0.061
0.283
0.283
0.843
0.843

控制组均值

22.744
22.785
2.076
2.313
0.048
0.056
0.316
0.278
0.896
0.853

标准偏差（%）
0.600
-2.800
44.300
4.000
18.000
6.700
-25.500
3.700
-15.700
-3.200

偏差改进（%）
-353.500

91.000

62.700

85.700

79.700

t

0.070
-0.230
4.680
0.360
2.070
0.570
-2.700
0.330
-1.800
-0.250

P＞t

0.947
0.817
0.000
0.720
0.039
0.569
0.007
0.744
0.072
0.803

V（T）/V（C）
1.070
1.060
0.870
0.170
1.430*
1.540*
0.880
1.150

注：U代表匹配前；M代表匹配后。V（t）/V（c）为协变量方差比，若角标带星号，则表明两组协变量的方差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8 关系嵌入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Size

lnmarketage

Ocf

Fshr

Lagloss

匹配前/匹配后

U
M
U
M
U
M
U
M
U
M

处理组均值

22.989
22.989
2.297
2.297
0.055
0.055
0.303
0.303
0.894
0.894

控制组均值

22.634
22.942
2.038
2.282
0.048
0.056
0.315
0.301
0.884
0.895

标准偏差（%）
29.500
3.900
44.900
2.500
10.300
-0.500
-9.000
0.500
3.300
-0.500

偏差改进（%）
86.800

94.500

95.200

94.600

85.300

t

4.010
0.440
5.840
0.310
1.400
-0.060
-1.210
0.060
0.440
-0.060

P＞t

0.000
0.663
0.000
0.754
0.161
0.955
0.225
0.955
0.663
0.955

V（T）/V（C）
1.120
1.020
0.670*
0.940
1.170
1.160
1.040
1.130

注：U代表匹配前；M代表匹配后。V（t）/V（c）为协变量方差比，若角标带星号，则表明两组协变量的方差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6 倾向得分的 Logit回归结果

变量

Size

lnmarketage
Ocf

Fshr

Lagloss

常数项

结构嵌入

-0.043（-0.870）
0.441***（4.350）
1.454*（1.940）
-1.006**（-2.320）
-0.261*（-1.680）
-0.509（-0.500）

关系嵌入

0.090**（2.100）
0.381***（4.310）
0.825（1.250）
-0.428（-1.190）
0.051（0.340）

-3.308***（-3.690）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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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

样本

匹配前

ATT

处理组

0.463
0.463

控制组

0.399
0.407

组间差异

0.064
0.056

标准误

0.031
0.032

t
2.060
1.760

注：ATT为指参与者平均处置效应。

表 10 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

样本

匹配前

ATT

处理组

0.447
0.447

控制组

0.393
0.385

组间差异

0.054
0.062

标准误

0.025
0.026

t
2.180
2.380

注：ATT为指参与者平均处置效应。

五、进一步分析

（一）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

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中国企业处于由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价

值观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之中，制度环境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企业决策受到制度的影响，因而需要密切

关注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否约束或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知识窃取及搭便车等现象（Shu et al，
2014；杨震宁和赵红，2020）。本文选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markindex）来分析地区制

度环境差异，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角度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制定政策对市场进

行监管，得分越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越好，完善的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市场环

境，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唐跃军等，2014）。

本文进一步分析地区制度环境对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表 11汇报了地区市场

环境调节机制的回归结果。在表 11的模型（1）中，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地区制度环境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一个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

作用，即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越完善，企业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越深，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表

11的模型（2）中，党组织关系嵌入与地区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地区制度环境对党组织关系

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在表 11的模型（3）中，将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地区制度环境交

互项、党组织结构嵌入与地区制度环境交互项进行全要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

明在一个企业中既有党组织结构嵌入又有党组织关系嵌入，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不影响党组织结构嵌入

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也不影响党组织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党组织关系嵌入深的

企业，企业内部成员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更加深入，有更强烈进行企业绿色创新的信念，更加注重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党组织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表 11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地区制度环境的异质性

变量

GPartyrat

markindex

interindexgrat

PartyNum

interindexnum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样本量

modle（1）
1.014***（3.194）
0.078（1.256）
0.476**（1.982）

-1.603（-1.185）
是

是

是

168

modle（2）

0.085（1.375）

0.011（0.714）
-0.012（-1.594）
-1.567（-1.158）

是

是

是

168

modle（3）
1.048***（3.312）
0.078（1.264）
0.397（1.647）
0.012（0.757）
-0.012（-1.623）
-1.538（-1.141）

是

是

是

168
注：interindexgrat为地区制度环境与党组织结构嵌入进行交互；interindexnum为地区制度环境与党组织关系嵌入进行交互。括号内为 z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

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王珍愚等，2021；Li et al，2017；Ch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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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Schaefer，2007），可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在分析党组织嵌入与企业

绿色创新的关系时，考虑了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本文环境规制水平测量方式参考纪建悦等（2019）的

研究，采用排污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该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由于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是立即显

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使用前一期的环境规制水平数据，即采用 2014—2018年的环境规制数据进行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党组织结构嵌入会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较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和环境规制压力

会影响党员高管的行为。因此，当外部环境监管较强时，党员高管更有可能采取高效且短期的方法，来应对

外部环境监管的压力。而当外部环境监管较弱时，党员高管更有可能采取长期的、见效慢的方法，来应对外

部监管压力，促进环境保护，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在表 12中，模型（1）和模型（3）检验了企业注册地的外部环

境规制水平对党组织结构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党组织结构嵌入与环境规制水平

的交互项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即环境规制水平对党组织结构嵌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呈现出负向调

节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地区环境

规制水平高，会给企业高管层带来巨大的压力，使企业没有充足的研发时间和资源进行绿色创新，只能利用

有限资源权宜应对环境规制，如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设备或原材料，而不是进行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绿色创

新活动。

表 12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

变量

GPartyrat

interstergrat

PartyNum

intersternum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样本量

modle（1）
0.694**（2.099）
-0.658**（-2.298）

-1.135（-0.849）
Yes
Yes
Yes
168

modle（2）

-0.018（-0.798）
0.045**（2.078）
-1.165（-0.860）

Yes
Yes
Yes
168

modle（3）
0.684**（2.073）
-0.705**（-2.458）
-0.017（-0.776）
0.048**（2.219）
-1.256（-0.933）

Yes
Yes
Yes
168

注：interindexgrat为地区制度环境与党组织结构嵌入进行交互；interindexnum为地区制度环境与党组织关系嵌入进行交互。括号内为 z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较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倒逼企业改进原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

在表 12中，模型（2）和模型（3）检验了企业注册地的外部环境规制水平对党组织关系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党组织关系嵌入与环境规制水平的交互项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但党组织关

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系数为负，即环境规制水平对党组织关系嵌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呈现出负向

的调节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外

部监管较强时，党组织关系嵌入会引导企业采取更多见效快的措施来应对外部环境监管，将企业大量的资源

投入到见效快的项目中，从而会忽视企业绿色创新。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绿色创新有助于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婉红等，2013）。企业作为创新的重要参与

主体，其绿色创新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李维安等，2019；王珍愚

等，2021）。本文以企业党组织嵌入为切入点，探讨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与经验证据。

本文手工搜集党组织嵌入和企业绿色创新数据，基于嵌入理论，探究了党组织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研究表明：①党组织结构嵌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来讲，在控制其他

因素后，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越深，即高管党员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比例越大时，企业能够更好的整合绿

色创新资源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越深，即党组织越靠近企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这使党

组织能更有效地获取和传播信息。例如，党组织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政策进行精准的解读后传递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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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门，有效帮助企业内部获得更强的政策感知能力，积极开展符合国家政策的绿色创新实践。②党组织

关系嵌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党组织关

系嵌入到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中的程度越深，企业内部成员对党组织的信任程度会越强（Granovetter，1985；
Iurkov和 Benito，2018），这使得企业内部成员更加积极的学习党的发展理念和各项指示精神，采取多种有利

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措施，如工艺流程的改善、绿色研发投入的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等，从而推动企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③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即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不同的环境

规制水平下，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是不同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较强的环境规制压力，则不利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

进作用。这可能因为地区环境规制水平高，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使企业没有充足的研发时间和资源进

行绿色创新，只能利用有限资源权宜应对环境规制，如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设备或原材料，而不是进行投入

大、回报周期长的绿色创新活动。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致力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企业来说，具有借鉴意义。企业应该重视企业内部

党组织建设对绿色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上，本文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及加深企业绿色创新动因认知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①建立和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基层党组织应提高企业内部党

组织活动次数，注重党员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高管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②加强企业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不断开展党组织活动，积极学习党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提升企

业的政策感知能力，并将党的先进思想和理念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之中；③建立健全企业绿色创新的配

套机制，使党组织嵌入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能够有效发挥。其中，建立和完善地区制度环境，助推民营企业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发挥地区环境规制的效用，采用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诱发民营企业党

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

（三）局限性和展望
本文从企业视角出发，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不仅丰富了党组织嵌

入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建议。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仍存

在一些局限性。本文选择绿色创新作为因变量，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非常

重要，但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其他因变量，例如绿色产品创新、绿色绩效，企业绩效等。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

党组织嵌入到企业中，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没有进一步研究中介机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影

响过程中，可能通过其他因素传导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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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Based on Data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isted on A‑Shares

Zhao Yunhui，Du Ruolin，Wu Xinyu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ohhot 010070，China）

Abstract：Driving green innov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ocu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Exploreing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requires manual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 data in A‐share liste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embeddedness of party organization wa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embedded part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promotes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network，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green innovation practice of enterprises. The embed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promote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can enhance the company’s trust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which can promote the company’s green innovatio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green innovation can deepen enterprises’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it can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Keywords：party organization；structural embedding；relationship embedding；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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